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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城镇化融合、合作交流能力与劳动生产率＊

———基于２０１５年“中国企业－员工匹配调查”（ＣＥＥＳ）的经验证据

李　唐　宁　璐

摘　要：农民工的城镇化是当前中国最大的内需潜力和发展动能所在。文章基于２０１５年

中国企业－员工匹配调查（ＣＥＥＳ）数据，依次选用ＯＬＳ估计、２ＳＬＳ工具变量法（ＩＶ）、有限信

息最大似然估计法（ＬＩＭＬ）分 别 就 农 民 工 城 镇 化 融 合 对 合 作 交 流 能 力 等 专 用 性 人 力 资 本 影

响、合作交流能力等专用性人力资本对员工劳动生产率影响的因果效应进行稳健性测度。实

证结果表明，农民工城镇化融合对合作交流能力等专用性人力资本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其合

作交流能力等专用性人力资本对员工的劳动生产率有着稳健的正相关关系，进而推断出农民

工城镇化融合对劳动生产率等工作绩效的正向影响。文章从员工专用性人力资本角度的机制

上验证了现有文献关于农民工城镇化融合对劳动生产率等工作绩效的影响，上述实证关系满

足因果推断的统计要求。基于以上研究结果，文章的政策建议是，政府推动新型城镇化进程的

关键是提高农民工的居留意愿以及市民化水平，通过加强农民工培训促进专用性人力资本的

形成，进而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关键词：农民工城镇化融合；专用性人力资本；劳动生产率

一、引　言

城镇化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和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中国

最大的内需潜力和发展动能所在①。通过梳理世界各国城镇化的发展趋势，可以发现，农村人口向城镇

转移是必然趋势，也是社会经济结构转型的重要体现，对加快推进现代化进程意义重大（贾淑军，２０１２）。
近年来，随着城镇地区对劳动力需求增强、户籍制度等国家战略调整，中国城镇化水平的进程进一步加

快。我国城镇化取得了比较好的成果：自１９７８年改革开放伊始到２０１４年底，我国的城镇化率由１９７８
年的１７．９％上升至２０１４年的５４．７７％②。当前中国城镇化进程已经进入中期阶段，进一步加快城镇化

进程的关键就是，促进农民工市民化，农民工的城镇融合显得尤为重要。深入推进新型城市化，其核心

在于回归城市化本质，即促进人的城市化。庞大的农民工群体长期居住、工作和生活在城市，农民工融

入城市，有利于进一步推进城镇化进程。推动实现农民工群体的市民化，是提高城镇化质量的核心，能

更好地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和拉动内需增长。因而，加强对农民工城镇化融合的相关机制研究显得尤为

迫切和重要（邓宗豪等，２０１４；钱龙等，２０１５）。
长期以来，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农民工城镇化融合一直是国内外研究的热点。已有的研究关于农

民工城镇化融合的影响因素，即什么因素影响城镇化融合以及农民工城镇化融合会对什么产生影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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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有研究。国外发展经济学家从城乡二元结构角度探析了影响人口城乡迁移的宏观因素，形成了一系

列经典理论（Ｌｅｗｉｓ，Ｗ．Ａ．，１９５４；Ｔｏｄａｒｏ，Ｍ．Ｐ．，１９６９），部分学者从微观个体视角分析人口迁移的原因

（Ｓｔａｒｋ，Ｏ．，１９８５；Ｔａｙｌｏｒ，Ｊ．，１９６９）。国内学者对此也进行了较为丰富的研究。叶鹏飞（２０１１）认为农民

工城镇化融合受到到个体特征、社会特征、心理特征、制度等因素的共同影响，是个体基于利益最大化而

做出的理性抉择。王春光（２００６）、蔡禾等（２００７）、杨风（２０１１）和姚先国等（２０１５）从居住证、户籍制度壁

垒角度研究了对农民工在城市就业、定居的影响。陈春等（２０１１）认为住房价格与农民工的城市居留意

愿呈反向关系。戚迪明等（２０１２）调查研究得出农民工的职业流动性对城镇化融合也呈反向作用。李树

茁等（２０１４）通过对比分析自雇和受雇农民工的定居意愿差异，发现与受雇农民工相比，自雇者更倾向于

留在城市定居。另外，其他因素如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婚姻、职业类型、工作收入、迁移类型、土地、居

住环境、城乡二元体制差异（如户籍、社会保障、工资歧视等）等也会对农民工个体的城市定居意愿产生

影响（Ｆｒａｎｓ　Ｔｈｉｓｓｅｎ，２０１０；Ｄａｒｒｅｎ　Ｐ．Ｓｍｉｔｈ，２０１２；朱宇，２００４；陈云凡，２０１２）。
城镇化融合对于改善农民工福利，提高农民工工资水平、劳动生产率等工作绩效有着重要意义。现

有文献对此也做了相关研究。杜鹏等（２００５）、宁光杰（２０１２）、王建国等（２０１５）从城市规模扩张等角度研

究了农民工城镇化融合对提高其工资水平以及劳动生产率的正向促进作用，这也是农民工更愿意居留

于城市的重要条件。Ｇｌａｅｓｅｒ和 Ｍａｒｅ（２００１）指出，城镇化融合可以为个体提供更多模仿、学习的机会，
农民工在城镇化融合过程中学习掌握专业技能的时间更短、效率更高，进而人力资本水平提升更快。

本文通过对以往的文献进行梳理发现，已有的研究所用的数据存在以下不足。第一，以往研究所采

用的数据多为局部数据，主要为少数几个城市甚至少数几个民族地区，所得出的结论普遍适用性较弱。
如王桂新等（２００８）使用的是上海地区的数据来考察农民工的市民化水平，赵翌辰（２０１４）使用的云南省

的三个乡镇数据，夏怡然（２０１０）基于温州调查的数据进行研究，陈云凡（２０１２）通过对长沙２５个社区进

行调查来研究农民工住房因素。第二，文献所使用的数据多为入户调查数据。经研究证明，入户调查数

据有其缺陷（自我雇佣等）。现有文献所用样本多为居民入户调查数据，难以规避高收入阶层拒访率较

高，居民收入状况漏报、瞒报且无相关企业匹配信息进行验证等问题，造成工资收入的统计误差偏大。
第三，所用数据在时效性上不能有效表现经济新常态下，新生代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在城镇化融合等

方面的差异。第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在经济、社会和心理三个层面的城镇化融合有着明显的差

异，具体表现在就业状况、消费水平、利益观念等方面（刘传江等，２００８；黄祖辉等，２００８；邢海燕等，２０１２；
冯菲菲等，２０１２；何军，２０１２）。新生代农民工、相比于第一代农民工具有受教育水平高、务农经验缺乏、
外出动机兼顾谋生与发展、定居城市的意愿高、耐受力低和更易融入城市等特征（王春光，２００１；王兴周，

２００８）。与老一代农民工进城打工主要以经济收入为目标不同，新一代农民工外出打工更多是为了获取

个人发展、争取个人自由和体验不同的生活方式（杨肖丽等，２０１５）。第一代农民工的城镇化融合以经济

融入为重点，而由于自身定位问题，经济融入未必能带动其他层面的融入。而新生代农民工在社会和心

理层面的融入程度要好于第一代农民工，然而相当比例的新生代农民工依然存在身份认同模糊等边缘

化倾向，对其城镇化融合造成一定的阻碍（卢小君等，２０１４）。现有文献所用研究样本多为２０１０年及其

以前的劳动力调查数据，样本信息与当前中国的实际情况普遍存在５～１０年的时间滞后。只有运用样

本信息最具及时性的大样本劳动力调查数据，对于农民工城镇融合与合作、交流能力等专用性人力资本

的实证估计才能较大程度地吻合当前经济的真实变化情况。第四，以往文献仅对城镇化融合与相关因

素进行了简单的关系描述，但没有对二者关系进行因果性效应测度，并没有采用诸如工具变量等主流方

法。本文所使用的２０１５年中国企业－员工匹配调查（ＣＥＥＳ）是以企业－员工匹配调查为数据采集方式

的劳动力调查数据，不 仅 能 较 好 地 降 低 了 员 工 关 键 信 息 的 统 计 误 差，有 效 剔 除 了 存 在 自 我 雇 佣（ｓｅｌｆ－
ｅｍｐｌｏｙｅｄ）和非正规部门就业的劳动力样本，从而使得对于农民工城镇化融合回报率的估计精度获得

了较大提高。并且，基于２０１５年中国企业－员工匹配调查（ＣＥＥＳ）这一具备较强的样本信息及时性、充分

涵盖农民工个体特征和所处环境等具体问项的大样本调查数据，能有效反应当前经济环境下农民工城镇

化融合的最新行为。本文对于农民工城镇化融合对合作交流能力等专用性人力资本的影响，专用性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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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对农民工劳动生产率的影响进行实证估计以及稳健的因果效应分析，有利于为经济新常态下通过重

视农民工城镇化融合进而提升农民工的专用性人力资本质量与工作绩效提出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如上所述，现有文献已就农民工城镇化融合的影响因素以及对农民工工资收入、工作绩效、劳动生

产率等的影响取得了一定的研究结果，但从城镇化融合对专用性人力资本以及劳动生产率实证关系的

现有研究并不多见。为此本文选择从农民工专用性人力资本角度论证城镇化融合对工作绩效的影响机

制，并进行稳健地因果性效应测度。之所以选择此角度，主要是因为农民工城镇化融合程度越高，可能

对其合作交流能力产生正向的促进作用。已有研究表明，在农民工的沟通交流、信息传递乃至行动过程

中，城镇化融合在提升人力资本中发挥着特别重要的作用（杨肖丽等，２０１５；刘洪银，２０１３）。而合作交流

能力的提升会扩大农民工的人际交往面，促进合作型劳动关系的培养；不断扩大其自身的社会交往半

径，丰富社会资本，有利于促进农民工的流动，进而提高劳动生产率。因此本文从此机制进行阐释其中

的关系。
论文的其他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模型构建，对本文实证研究的指标选取、数据测算和计量模

型设定等问题进行介绍；第三部分是数据说明，包括数据来源和对于主要数据的描述性统计；第四部分

是实证检验，我们将对农民工城镇化融合对专用性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专用性人力资本对劳动生产率

的影响进行稳健地因果推断，并讨论本文使用的计量方法的适宜性问题。最后是结论及政策建议。

二、模型构建

（一）计量模型设定

１．ＯＬＳ基本模型

本文旨在机制上就农民工城镇化融合对于劳动生产率的实际影响进行稳健性的因果推断，并进行

实证性因果效应测度。
依据研究设想，本文有两个假说：

Ｈ１．农民工城镇化融合对专用性人力资本有着正向的影响；

Ｈ２．专用性人力资本对农民工劳动生产率等工作绩效有着正向的影响。
因此，本文的计量模型设定分别从农民工城镇化融合对于合作交流等专用性人力资本的影响、合作

交流等专用性人力资本对农民工工作绩效的影响等两个维度进行展开。我们采用了控制了行业、地区

的双重固定效应ＯＬＳ回归模型作为实证检验的基本模型。通过上述不可观测的双重固定效应控制，可
较好地解决遗漏变量问题。考虑稳态条件下长期经济增长模型的一般性设定要求，除了虚拟变量之外，
计量模型中其他变量均取自然对数值。具体设定如下：

（１）农民工城镇化融合对于合作交流等专用性人力资本的影响

基于现有文献关于，本文构建了一个农民工城镇化融合与合作交流能力等专用性人力资本的ＯＬＳ
模型，具体的模型如公式（１）所示：

ｌｎｓｐｅｃｉａｌ＿ｈｕｍａｎ＿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ｊｄ＝α０＋α１ｌｎｌｉｖｉｎｇ＿ｙｅａｒｉｊｄ＋Ｘ′ｉｊｄ　ｉα２＋Ｄｊ＋Ｄｄ＋εｉｊｄ （１）
（２）合作交流等专用性人力资本对于劳动生产率的影响

同上，具体模型如公式（２）所示：

ｌｎｈｏｕｒｌｙ＿ｗａｇｅｉｊｄ＝α０＋α１ｌｎｓｐｅｃｉａｌ＿ｈｕｍａｎ＿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ｊｄ＋Ｘ′ｉｊｄ　ｉα２＋Ｄｊ＋Ｄｄ＋εｉｊｄ （２）
其中，（１）式 因 变 量 分 别 为 以 农 民 工 合 作 能 力（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ｂｉｌｉｔｙ）和 交 流 能 力（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ｂｉｌｉｔｙ）为代理变量的专用性人力资本（ｓｐｅｃｉａｌ＿ｈｕｍａｎ＿ｃａｐｉｔａｌ）的自然对数值。核心自变量为以农民工

居留意愿做代理变量的城镇化融合度，根据问卷设计内容，本文选取农民工在城市生活的时间（ｌｉｖｉｎｇ＿

ｙｅａｒ）作为其具体代理变量进行计算，也将其同样设定为自然对数值。（２）式因变量为农民工的劳动生

产率，根据现有文献的通常做法，本文选取员工的小时工资①（ｈｏｕｒｌｙ＿ｗａｇｅ）的自然对数值作为其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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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小时工资的算法：员工上月工资与上月工作时间（含加班时间）的比值。



变量。核心揭示变量为专用性人力资本，分别从农民工合作、交流能力进行具体分析。Ｘ′ｉｊｄ为一系列控

制变量，根 据 现 有 文 献 的 通 用 做 法，分 别 涵 盖 农 民 工 的 年 龄（ｌｎａｇｅ）、婚 姻（ｍａｒｒｉａｇｅ）、受 教 育 年 限

（ｌｎ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ＢＭＩ及其平方项（ＢＭＩ和ＢＭＩ＿ｓｑｕａｒｅ）、上一份工 作 结 束 和 开 始 时 的 工 资 收 入（ｌｎｅｎｄ＿

ｗａｇｅ和ｌｎｓｔａｒｔ＿ｗａｇｅ）。此外，（１）式中下标ｉ代表第ｉ位受访的农民工个体，下标ｊ和ｔ则分别表示基

于一维行业代码（ＧＢ４７５４－２０１１）划分的行业类型（ｊ＝１，２，３，４），ｄ标示该调查样本所属的地区调查单

元。Ｄｊ 和Ｄｄ 分别表示行业、地区的双重固定效应。

２．两阶段最小二乘法（２ＳＬＳ）模型

农民 工 城 镇 化 融 合（ｌｎｌｉｖｉｎｇ＿ｙｅａｒｉｊｄ）与 合 作 交 流 能 力 等 专 用 性 人 力 资 本（ｌｎｓｐｅｃｉａｌ＿ｈｕｍａｎ＿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ｊｄ）之间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Ｅｎｄｏｇｅｎｅｉｔｙ），即对于合作能力和交流能力越高的农民工而言，其

农民工城市居留意愿以及融入城市的优势往往更强，从而基于合作能力和交流能力等专用性人力资本

所反映的城镇化融合度也更高等。因此，若仅采用简单最小二乘（ＯＬＳ）的单方程模型，则有可能由于农

民工城镇化融合和合作交流能力专用性人力资本之间存在相互影响、相互作用而出现内生性问题，从而

导致参数估计值即使在大样本条件下也难以满足一致性的理想假设，我们则很难完整有效地将农民工

城镇化融合与劳动生产率的因果效应测度出来。为有效规避内生性问题对于参数估计值的干扰，我们

采用工具变量法（ＩＶ）对农民工城镇化融合对于 合 作 交 流 能 力 专 用 性 人 力 资 本 的 因 果 关 系 进 行 测 度。
根据工具变量须同时满足与内生变量（ｌｉｖｉｎｇ＿ｙｅａｒｉｊｄ）相关且与第二阶段回归的随机误差项（εｉｊｄ）正交

的假定要求，我们引入是否与配偶同住（ｓｐｏｕｓｅ＿ｄｕｍｍｙ）、１６岁以前是否居住在本省但非本市（ｍｏｔｈｅｒ＿

ｔｏｗｎ）两个变量作为农民工城镇化融合的工具变量。上述两个变量分别代表了农民工个人的居住现状

和基于农民工成长过程中的居住地，因而对于内生变量（ｌｉｖｉｎｇ＿ｙｅａｒｉｊｄ）具有较强的解释力。此外，是否

与配偶同住（ｓｐｏｕｓｅ＿ｄｕｍｍｙ）、１６岁以前是否居住在本省但非本市（ｍｏｔｈｅｒ＿ｔｏｗｎ）与农民工个体特征关

系较大，而与其专用性人力资本形成的直接关联较小，也能较好地满足工具变量的外生性假定。在稳健

性回归条件下，如果 工 具 变 量（ｓｐｏｕｓｅ＿ｄｕｍｍｙ、ｍｏｔｈｅｒ＿ｔｏｗｎ）满 足 弱 工 具 变 量 检 验 的 经 验 法 则（ｔｈｅ
ｒｕｌｅ　ｏｆ　ｔｈｕｍｂ）并不拒绝过度识别检验 Ｈａｎｓｅｎ　Ｊ统计量的原假设要求，并且第二阶段回归结果中农民

工城镇化融 合（ｌｉｖｉｎｇ＿ｙｅａｒｉｊｄ）对 于 农 民 工 合 作、交 流 能 力 等 专 用 性 人 力 资 本（ｌｎｓｐｅｃｉａｌ＿ｈｕｍａｎ＿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ｊｄ）的影响系数具有统计显著性，我们则可推断：农民工城镇化融合对于农民工合作交流能力等

专用性人力资本具有因果效应。同时，考虑到工具变量有可能存在难以完全通过弱工具变量的经验法

则要求，我们在相同的工具变量和模型设定条件下，进一步使用对弱工具变量更不敏感的“有限信息最

大似然估计法”（Ｌｉｍｉｔｅ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ＬＩＭＬ）对上述影响关系进行实

证检验。在大样本条件下，有限信息最大似然的估计结果与基于二阶段最小二乘（２ＳＬＳ）的工具变量估

计结果是渐近等价的；但在弱工具变量情况下，有限信息最大似然估计的小样本性质更优。
同理，农民工 合 作、交 流 能 力（ｌｎ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ｂｉｌｉｔｙｉｊｄ；ｌｎ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ｂｉｌｉｔｙｉｊｄ）与 劳 动 生 产 率

（ｌｎｈｏｕｒｌｙ＿ｗａｇｅｉｊｄ）的影响同样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我们引入是否离婚（ｄｉｖｏｒｃｅ＿ｄｕｍｍｙ）、配偶户口

类型是否为农业户口（ｓｐｏｕｓｅ＿ｈｕｋｏｕ）以及配偶受教育年限的自然对数值（ｌｎｓｐｏｕｓｅ＿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三个变

量作为农民工专用性人力资本的工具变量。
具体做法上，本文分别将农民工城镇化融合、专用性人力资本以及劳动生产率的自然对数值均视作

内生变量，除将ＯＬＳ基本 模 型（１）、（２）式 作 为 待 估 方 程 外，进 一 步 引 入 农 民 工 城 镇 化 融 合（ｌｎｌｉｖｉｎｇ＿

ｙｅａｒ）、专用性人力资本（ｌｎｓｐｅｃｉａｌ＿ｈｕｍａｎ＿ｃａｐｉｔａｌ）的待估方程，使用是否与配偶同住（ｓｐｏｕｓｅ＿ｄｕｍｍｙ）、

１６岁以前是否居住在本省但非本市（ｍｏｔｈｅｒ＿ｔｏｗｎ）作为（１）式的核心工具变量，使用农民工是否离婚

（ｄｉｖｏｒｃｅ＿ｄｕｍｍｙ）、配偶户口类型是否为农业户口（ｓｐｏｕｓｅ＿ｈｕｋｏｕ）以及 配偶受教育年限的自然对数值

（ｌｎｓｐｏｕｓｅ＿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作为（２）式的工具变量。在工具变量（ＩＶ）回归下，如果第二阶段回归中（１）式核心

解释变量（ｌｎｌｉｖｉｎｇ＿ｙｅａｒ）对于专用性人力资本（ｌｎｓｐｅｃｉａｌ＿ｈｕｍａｎ＿ｃａｐｉｔａｌ）的影响系数、（２）式核心解释变

量（ｌｎｓｐｅｃｉａｌ＿ｈｕｍａｎ＿ｃａｐｉｔａｌ）对于劳动生产率（ｌｎｈｏｕｒｌｙ＿ｗａｇｅ）均显著为正，则我们可以做出如下统计

推断：农民工城镇化融合通过提高专用性人力资本（合作、交流能力）对于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具有正向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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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并且这种实证关系满足因果推断的统计要求。

三、数据说明

本文选择２０１５年“中国企业－员工匹配调查”（ＣＥＥＳ）就农民工城镇化融合对专用性人力资本的因

果效应、专用性人力资本对于劳动生产率的影响等问题进行实证检验。本次调查由武汉大学联合香港

科技大学、清华大学和中国社科院等其他三家学术机构开展，选择我国经济规模最大、地区发展差异较

为显著的广东省作为调查区域，采取等距抽样方式选取广东省１３个地级市的１９个区（县）作为调查单

元，完整覆盖珠三角、粤东和粤西等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从而保证调查数据具有充分的样本代表

性和地区异质性。与现有文献多采用居民入户调查数据不同的是，本次调查采用入企访问的方式，有效

弥补了居民入户调查所存在的样本选择性偏误较大、统计误差较明显和工资收入信息不全面等缺陷，并
最终成 功 回 收５７０份 有 效 企 业 问 卷、４９８８份 员 工 问 卷，共 计５５５９份 有 效 问 卷。根 据 最 小 二 乘 法

（ＯＬＳ）、工具变量法（ＩＶ）的识别策略要求，用于本文研究的有效员工样本共计３３２２个。
表１、表２分别列举了本文主要变量以及主要工具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图１～图３分别列举了基于

分位数划分的合作能力与交流能力分布，合作能力与劳动生产率的分布以及交流能力与劳动生产率的

分布情况。图１显示了合作能力和交流能力都呈上升趋势。但是在７５％以下的区间内，合作能力要普

遍高于交流能力。７５％分位以上，交流能力超过了合作能力。由图２、图３可得，合作能力、交流能力与

表１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ｌｎｈｏｕｒｌｙ＿ｗａｇｅ　 ３，１７６　 ２．７７９　 ０．５１９　 ０．８３７　 ６．１１０

ｌｎ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３，３０７　 １．１５２　 ０．３８８　 ０．０００　 １．３８６

ｌｎ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３，３１３　 １．１６２　 ０．３６３　 ０．０００　 １．３８６

ｌｎｌｉｖｉｎｇ＿ｙｅａｒ　 ２，４８５　 １．９０１　 ０．８６９ －２．３０３　 ４．００７

ｌｎａｇｅ　 ３，３１５　 ３．５１５　 ０．２５７　 ２．７７３　 ４．２４８

ｆｅｍａｌｅ　 ３，３２２　 ０．４４５　 ０．４９７　 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ｍａｒｒｉａｇｅ　 ３，３１４　 ０．７５２　 ０．４３２　 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ｌｎ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３，３２２　 ２．３８３　 ０．３４７　 ０．０００　 ２．９４４

ｌｎｂｍｉ　 ３，２９２　 ３．０８４　 ０．１３５　 ２．６３０　 ３．７７８

ｌｎｂｍｉ＿ｓｑｕａｒｅ　 ３，２９２　 ９．５３０　 ０．８４０　 ６．９１５　 １４．２７７

ｌｎｅｎｄ＿ｗａｇｅ　 ２，３４３　 ７．６４３　 ０．７４６　 ０．０００　 １１．９１８

ｌｎｓｔａｒｔ＿ｗａｇｅ　 ２，２７６　 ７．４３２　 ０．８８３　 ０．０００　 １１．５１３

　　注：根据ｓｔａｔａ１４．０计算并整理。

表２　工具变量（ＩＶ）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ｓｐｏｕｓｅ＿ｄｕｍｍｙ　 ３，３２２　 ０．６１０　 ０．４８８　 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ｍｏｔｈｅｒ＿ｔｏｗｎ　 ３，３２２　 ０．４２９　 ０．４９５　 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ｄｉｖｏｒｃｅ＿ｄｕｍｍｙ　 ３，３２２　 ０．０１５　 ０．１２２　 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ｓｐｏｕｓｅ＿ｈｕｋｏｕ　 ３，３２２　 ０．５１３　 ０．５００　 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ｌｎｓｐｏｕｓｅ＿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２３７４　 ２．３５３　 ０．３５０　 ０．０００　 ３．０９１

　　注：根据ｓｔａｔａ１４．０计算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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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基于分位数的合作、交流能力分布
图２　基于分位数的合作能力与劳动生产率

图３　基于分位数的交流能力与劳动生产率

劳动生产率整体上呈现出上升的趋势。其中，合作能力、
交流能力在５０％～７５％之 间 时 劳 动 生 产 率 都 达 到 了 最

大，其值分别为２０．８４１、２１．５６３。
图４～图７分别给出了城镇化融合对合作能力、交流

能力的弹性系数，以及合作能力、交流能力对劳动生产率

的弹性 系 数。从 图 中 可 以 看 出，其 系 数 分 别 为０．０３５２、

０．０５４５、０．１９５、０．１９１。说明城镇化融合可能对合作能力、
交流能力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合作能力、交流能力也可能

对劳动生产率产生正向的影响。进而我们推断城镇化融

合通过合作、交流能力等人力资本机制对劳动生产率

图４　城镇化融合对合作能力的弹性系数（ＯＬＳ） 图５　城镇化融合对交流能力的弹性系数（ＯＬＳ）

图６　合作能力对劳动生产率的弹性系数（ＯＬＳ） 图７　交流能力对劳动生产率的弹性系数（ＯＬＳ）
·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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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着明显的促进作用。
本文遵循Ｎｕｎｎａｌｙ（１９７８）的数据有效性和可靠性检验方法对全部调查数据 进 行 了 信 度 和 效 度 检

验，总体数据的Ｃｒｏｎｂａｃｈ系数为０．８７５，表明本次调查企业－员工数据具有良好的匹配性。

四、实证检验

（一）ＯＬＳ估计结果

根据公式（１）、（２），本文对农民工城镇化融合与合作、交流能力等人力资本以及合作、交流能力等人

力资本与劳动生产率的实证关系进行了ＯＬＳ估计。如表３～表６所示，根据研究需要，本文构建了４个

模型，通过逐步引入控制变量，分别检验农民工城镇化融合与合作、交流能力等人力资本以及合作、交流

能力等人力资本与劳动生产率的相关性。模型１为在不控制任何其他变量的情形下的 ＯＬＳ估计结果。
模型２为增加了年龄、性别、婚姻、受教育年限、ｂｍｉ健康指数及其平方项等控制变量后的估计结果。模

型３在模型２的基础上加入上一份工作结束时的工资收入控制变量后的估计结果。模型４为引入所有

控制变量后的估计结果。从表中可以看出，４个模型的估计结果都显著。当引入所有控制变量后，城镇

化融合与合作、交流能力等人力资本，合作、交流能力等人力资本与劳动生产率依然存在显著的正向影

响，弹性系数等分别为０．０３５２、０．０５４５、０．１９５、０．１９１，说明农民工城市居住年限每提升１个百分点，合

作能力、交流能力人力资本将分别提升３．５２、５．４５个百分点。而合作能力、交流能力每提升１个百分

点，劳动生产率将分别提升１９．５、１９．１个百分点。数据分析结果表明，城镇化融合对农民工合作、交流

能力等人力资本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农民工合作、交流能力对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存在正向促进作用。
说明当农民工城镇化程度越高，越有利于促进农民工合作交流能力的提升，进而扩大农民工的社会资

本，加大其工作流动性，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表３　城镇化融合与合作能力的ＯＬＳ估计结果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模型４

ｌｎｌｉｖｉｎｇ＿ｙｅａｒ
０．０３３０＊＊＊
（４．０５６）

０．０３３１＊＊＊
（３．４５１）

０．０３７６＊＊＊
（３．４０３）

０．０３５２＊＊＊
（３．１４９）

ｌｎａｇｅ － －０．０７０５＊
（－１．７２２）

－０．０３１９
（－０．６６６）

－０．０４４２
（－０．９０７）

ｆｅｍａｌｅ － －０．０５３１＊＊＊
（－３．６００）

－０．０３４３＊＊
（－１．９９１）

－０．０３７６＊＊
（－２．１６２）

ｍａｒｒｉａｇｅ － ０．０３６５＊
（１．９３０）

０．００１２５
（０．０５７）

－０．００８０９
（－０．３６８）

ｌｎ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 ０．２５３＊＊＊
（８．６８３）

０．２２１＊＊＊
（６．０９１）

０．２１５＊＊＊
（５．９１２）

ｌｎｂｍｉ －
０．４２６
（０．２７７）

０．８３４
（０．４０２）

０．８６２
（０．４０７）

ｌｎｂｍｉ＿ｓｑｕａｒｅ －
－０．０５４０
（－０．２２１）

－０．１２３
（－０．３７３）

－０．１２８
（－０．３７８）

ｌｎｅｎｄ＿ｗａｇｅ － － ０．０３２３＊＊＊
（３．１８０）

０．０３１９＊
（１．８４６）

ｌｎｓｔａｒｔ＿ｗａｇｅ － － －
－０．００１２８
（－０．０８６）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Ｄｕｍｍｙ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Ｃｏｕｎｔｙ　Ｄｕｍｍｙ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２，０７４　 ２，０５３　 １，４６６　 １，４１８
Ｒ２ ０．０３０　 ０．０９６　 ０．０８８　 ０．０８９

　　注：１．根据ｓｔａｔａ１４．０计算 结 果 进 行 整 理；２．括 号 内 数 值 为 稳 健 标 准 误（Ｒｏｂｕｓｔ　Ｓｔｄ．Ｅｒｒｏｒ）；３．＊＊＊ 表 示１％水 平 显
著，＊＊ 表示５％水平显著，＊ 表示１０％水平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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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城镇化融合与交流能力的ＯＬＳ估计结果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模型４

ｌｎｌｉｖｉｎｇ＿ｙｅａｒ
０．０５２４＊＊＊
（６．８０５）

０．０６０６＊＊＊
（６．８６５）

０．０５４４＊＊＊
（５．４８０）

０．０５４５＊＊＊
（５．３７８）

ｌｎａｇｅ － －０．１７１＊＊＊
（－４．７１９）

－０．１４２＊＊＊
（－３．２７９）

－０．１６３＊＊＊
（－３．６６４）

ｆｅｍａｌｅ － －０．０６９１＊＊＊
（－５．０１５）

－０．０６６８＊＊＊
（－４．０８９）

－０．０７１１＊＊＊
（－４．２９２）

ｍａｒｒｉａｇｅ － ０．０５２０＊＊＊
（２．９４６）

０．０４７１＊＊
（２．１８３）

０．０４５３＊＊
（２．０６８）

ｌｎ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 ０．３１０＊＊＊
（１１．３６８）

０．３２０＊＊＊
（９．７２９）

０．３１５＊＊＊
（９．５５９）

ｌｎｂｍｉ －
０．２０５
（０．１４５）

１．０８４
（０．５７１）

１．０２０
（０．５２０）

ｌｎｂｍｉ＿ｓｑｕａｒｅ －
－０．００９５８
（－０．０４３）

－０．１５６
（－０．５１７）

－０．１４８
（－０．４７６）

ｌｎｅｎｄ＿ｗａｇｅ － －
０．００７６７
（０．８９４）

０．０２４３
（１．５３５）

ｌｎｓｔａｒｔ＿ｗａｇｅ － － －
－０．０１５３
（－１．０３６）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Ｄｕｍｍｙ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Ｃｏｕｎｔｙ　Ｄｕｍｍｙ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２，０７４　 ２，０５３　 １，４６６　 １，４１８
Ｒ２ ０．０３８　 ０．１５５　 ０．１５２　 ０．１５３

　　注：１．根据ｓｔａｔａ１４．０计算结 果 进 行 整 理；２．括 号 内 数 值 为 稳 健 标 准 误（Ｒｏｂｕｓｔ　Ｓｔｄ．Ｅｒｒｏｒ）；３．＊＊＊ 表 示１％水 平 显
著，＊＊ 表示５％水平显著，＊ 表示１０％水平显著。

表５　合作能力与劳动生产率的ＯＬＳ估计结果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模型４

ｌｎ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０．３０３＊＊＊
（１７．０１２）

０．１９１＊＊＊
（１０．２３８）

０．１９７＊＊＊
（９．２６８）

０．１９５＊＊＊
（８．９９４）

ｌｎａｇｅ － ０．２３６＊＊＊
（６．３１２）

０．４４３＊＊＊
（９．７０１）

０．４４１＊＊＊
（９．５１２）

ｆｅｍａｌｅ － －０．１６４＊＊＊
（－１０．８８３）

－０．１４８＊＊＊
（－８．５４４）

－０．１４５＊＊＊
（－８．２９６）

ｍａｒｒｉａｇｅ － ０．０９９３＊＊＊
（５．５８７）

０．０６７５＊＊＊
（３．２３８）

０．０６７６＊＊＊
（３．２１３）

ｌｎ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 ０．４９２＊＊＊
（１２．３２０）

０．４３４＊＊＊
（９．０５３）

０．４３０＊＊＊
（８．９５５）

ｌｎｂｍｉ －
－０．９７９
（－０．６０９）

－２．９６１
（－１．６０７）

－２．８７８
（－１．５４８）

ｌｎｂｍｉ＿ｓｑｕａｒｅ －
０．１８４
（０．７１０）

０．４９６＊
（１．６７９）

０．４８２
（１．６１６）

ｌｎｅｎｄ＿ｗａｇｅ － － ０．１７４＊＊＊
（９．８６３）

０．２０６＊＊＊
（８．４０３）

ｌｎｓｔａｒｔ＿ｗａｇｅ － － －
－０．０２５７
（－１．３８０）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Ｄｕｍｍｙ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Ｃｏｕｎｔｙ　Ｄｕｍｍｙ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２，６５２　 ２，６２２　 １，８８０　 １，８３２
Ｒ２ ０．１４１　 ０．２８１　 ０．３４７　 ０．３５１

　　注：１．根据ｓｔａｔａ１４．０计算结果进行整理；２．括号内数值为稳健标准误（Ｒｏｂｕｓｔ　Ｓｔｄ．Ｅｒｒｏｒ）；３．＊＊＊ 表示１％水平显著，
＊＊ 表示５％水平显著，＊ 表示１０％水平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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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　交流能力与劳动生产率的ＯＬＳ估计结果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模型４

ｌｎ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ｂｉｌｉｔｙ

０．３４３＊＊＊
（１８．３１５）

０．１９１＊＊＊
（９．６４６）

０．１９５＊＊＊
（８．７０９）

０．１９１＊＊＊
（８．４００）

ｌｎａｇｅ － ０．２３５＊＊＊
（６．２９７）

０．４５３＊＊＊
（９．９６６）

０．４５２＊＊＊
（９．８０１）

ｆｅｍａｌｅ － －０．１６２＊＊＊
（－１０．７１４）

－０．１４３＊＊＊
（－８．２４５）

－０．１４１＊＊＊
（－８．０１４）

ｍａｒｒｉａｇｅ － ０．０９７２＊＊＊
（５．４８１）

０．０６０８＊＊＊
（２．９２９）

０．０５９７＊＊＊
（２．８５３）

ｌｎ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 ０．４８２＊＊＊
（１２．００６）

０．４１９＊＊＊
（８．６３３）

０．４１６＊＊＊
（８．５４９）

ｌｎｂｍｉ －
－０．８８９
（－０．５５４）

－２．９７３
（－１．６１１）

－２．８８３
（－１．５４８）

ｌｎｂｍｉ＿ｓｑｕａｒｅ －
０．１７１
（０．６６２）

０．４９９＊
（１．６８５）

０．４８５
（１．６２１）

ｌｎｅｎｄ＿ｗａｇｅ － － ０．１７９＊＊＊
（１０．０７２）

０．２０７＊＊＊
（８．３７５）

ｌｎｓｔａｒｔ＿ｗａｇｅ － － －
－０．０２２２
（－１．１８５）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Ｄｕｍｍｙ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Ｃｏｕｎｔｙ　Ｄｕｍｍｙ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２６５２　 ２６２２　 １８８０　 １８３２

Ｒ２　 ０．１４８　 ０．２７９　 ０．３４５　 ０．３４８

　　注：１．根据ｓｔａｔａ１４．０计算结果进行整理；２．括号内数值为稳健标准误（Ｒｏｂｕｓｔ　Ｓｔｄ．Ｅｒｒｏｒ）；３．＊＊＊ 表示１％水平显著，
＊＊ 表示５％水平显著，＊ 表示１０％水平显著。

（二）工具变量法（ＩＶ）估计结果

本文分别检验的是城镇化融合对农民工合作、交流能力等人力资本的影响，以及农民工合作、交流

能力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如果城镇化融合与人力资本、人力资本与劳动生产率之间存在相互影响，即
变量之间存在内生性问题，则会影响ＯＬＳ的估计结果。为此，本文使用工具变量法（ＩＶ）分别剥离城镇

化融合与人力资本、人力资本与劳动生产率的内生性。本文首先进行 Ｈａｕｓｍａｎ检验，判断城镇化融合

与合作、交 流 能 力 等 人 力 资 本，合 作、交 流 等 人 力 资 本 与 劳 动 生 产 率 之 间 是 否 存 在 内 生 性。通 过

ｓｔａｔａ１４．０运算，分别对农民工城镇化融合、合 作 交 流 能 力 等 人 力 资 本 与 劳 动 生 产 率 进 行 Ｈａｕｓｍａｎ检

验，ｐ值显示为０．０００，小于５％，说明本文使用的解释变量在５％的显著水平上拒绝了“所有解释变量均

为外生”的原假设，解释变量存在内生性问题，能够使用工具变量法（ＩＶ）剥离农民工城镇化与合作、交

流能力等人力资本以及合作、交流能力等人力资本与劳动生产率的内生性。

为了解决农民工城镇化融合与合作、交流能力等人力资本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在现有文献的基础

上，选用是否与 配 偶 同 住（ｓｐｏｕｓｅ＿ｄｕｍｍｙ）和 农 民 工１６岁 以 前 是 否 居 住 在 本 省 但 非 本 市（ｍｏｔｈｅｒ＿

ｔｏｗｎ）作为城镇 化 融 合（ｌｉｖｉｎｇ＿ｙｅａｒ）的 工 具 变 量 进 行 回 归 运 算。如 果 工 具 变 量（ｓｐｏｕｓｅ＿ｄｕｍｍｙ、

ｍｏｔｈｅｒ＿ｔｏｗｎ）的 Ｈａｎｓｅｎ　Ｊ统计量的ｐ值大于０．１，则表明工具变量满足了外生性假定，即可以作为计

量模型（１）式的工具变量。同理，本文选用是否离婚（ｄｉｖｏｒｃｅ＿ｄｕｍｍｙ）、配偶户口类型是否为农业户口

（ｓｐｏｕｓｅ＿ｈｕｋｏｕ）和配偶受教育年限的自然对数值（ｌｎｓｐｏｕｓｅ＿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作为其合作、交流能力等人力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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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的工具变量进行回归 运 算。如 果 工 具 变 量（ｄｉｖｏｒｃｅ＿ｄｕｍｍｙ、ｓｐｏｕｓｅ＿ｈｕｋｏｕ、ｌｎｓｐｏｕｓｅ＿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的

Ｈａｎｓｅｎ　Ｊ统计量的ｐ值大于０．１，则表明工具变量满足了外生性假定，即可以作为计量模型（２）式的工

具变量。
根据公式（１）、（２），本文对表３～表６的４个模型分别进行了ＩＶ估计，估计结果如表７～表１０所

示。４个模型的 Ｈａｎｓｅｎ　Ｊ估计量的ｐ值均大于０．１，说明本文选取的是否与配偶同住、１６岁以前是否

居住在本省但非本市、是否离婚、配偶户口类型是否为农业户口、配偶受教育年限的自然对数值能够作

为模型的工具变量。从估计结果中可以看到，在加入工具变量后，模型３和模型４依然显著，说明农民

工城镇化融合与合作、交流能力等人力资本，以及合作、交流能力等的专用性人力资本与劳动生产率等

工作绩效存在显著的正向因果效应。
（三）有限信息最大似然估计法（ＬＩＭＬ）估计结果

本文虽然使用工具变量法（ＩＶ）进行估计检验，其结果满足了Ｈａｎｓｅｎ　Ｊ估计量的ｐ值大于０．１的外

生性假设，但是 Ｗａｌｄ　Ｆ统计量大部分小于１０，即不能拒绝“存在弱工具变量”的原假设。本文选取的工

具变量可能是弱工具变量，运用弱工具变量进行的估计结果可能会产生偏差。为此，考虑到弱工具变量

情况下，有限信息最大似然估计（ＬＩＭＬ）的小样本性质较二阶段最小二乘（２ＳＬＳ）的工具变量估计更优，
并考虑到本文使用工具变量进行回归后有效样本数量出现较大幅度下降的实际情况，我们选择有限信

息最大似然估计（ＬＩＭＬ）对农民工城镇化融合对于合作、交流能力等人力资本，以及合作、交流能力等

人力资本对于劳动生产率的实证关系进行稳健性检验。
表７　城镇化融合与合作能力的工具变量法（ＩＶ）估计结果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模型４

ｌｎｌｉｖｉｎｇ＿ｙｅａｒ
０．０６６８＊＊＊
（２．７７７）

０．０７０７
（１．３９９）

０．１１４＊
（１．７８７）

０．１１７＊
（１．７６３）

ｌｎａｇｅ －
－０．１２５
（－１．５０１）

－０．１３０
（－１．３６１）

－０．１４９
（－１．５０５）

ｆｅｍａｌｅ － －０．０５５１＊＊＊
（－３．６７９）

－０．０３８３＊＊
（－２．１８７）

－０．０４２５＊＊
（－２．３７９）

ｍａｒｒｉａｇｅ －
０．０２４３
（０．９８４）

－０．０２３４
（－０．７８１）

－０．０３３１
（－１．１０９）

ｌｎ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 ０．２４５＊＊＊
（８．０５５）

０．２０３＊＊＊
（５．３７１）

０．１９５＊＊＊
（５．０７８）

ｌｎｂｍｉ －
０．５４１
（０．３４８）

１．０９９
（０．５１６）

１．１３０
（０．５２０）

ｌｎｂｍｉ＿ｓｑｕａｒｅ －
－０．０７３１
（－０．２９５）

－０．１６７
（－０．４９１）

－０．１７２
（－０．４９６）

ｌｎｅｎｄ＿ｗａｇｅ － － ０．０４７３＊＊＊
（２．８６６）

０．０４４１＊＊
（２．１４５）

ｌｎｓｔａｒｔ＿ｗａｇｅ － － －
０．００３１６
（０．１９７）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Ｄｕｍｍｙ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Ｃｏｕｎｔｙ　Ｄｕｍｍｙ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２０７４　 ２０５３　 １４６６　 １４１８
Ｕｎｃｅｎｔｅｒｅｄ　Ｒ２ ０．９１６　 ０．９２１　 ０．９２３　 ０．９２４
Ｃｒａｇｇ－Ｄｏｎａｌｄ　Ｗａｌｄ　Ｆ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１７５．７２５　 ４５．４６８　 ２７．９３７　 ２６．１１９
Ｈａｎｓｅｎ　Ｊ　Ｐ－ｖａｌ　 ０．４８２　 ０．１２１　 ０．６９４　 ０．７０１

　　注：１．根据ｓｔａｔａ１４．０计算 结 果 进 行 整 理；２．括 号 内 数 值 为 稳 健 标 准 误（Ｒｏｂｕｓｔ　Ｓｔｄ．Ｅｒｒｏｒ）；３．＊＊＊ 表 示１％水 平 显
著，＊＊ 表示５％水平显著，＊ 表示１０％水平显著。

·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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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８　城镇化融合与交流能力的工具变量法（ＩＶ）估计结果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模型４

ｌｎｌｉｖｉｎｇ＿ｙｅａｒ
０．０９６２＊＊＊
（４．１５９）

０．１２７＊＊＊
（２．６１８）

０．１７７＊＊＊
（２．８２７）

０．１８４＊＊＊
（２．８３４）

ｌｎａｇｅ － －０．２６７＊＊＊
（－３．４２０）

－０．２９９＊＊＊
（－３．２４４）

－０．３２９＊＊＊
（－３．４５２）

ｆｅｍａｌｅ － －０．０７２７＊＊＊
（－５．１２６）

－０．０７３３＊＊＊
（－４．２５５）

－０．０７８７＊＊＊
（－４．４７０）

ｍａｒｒｉａｇｅ －
０．０３０５
（１．２７２）

０．００７５５
（０．２５２）

０．００５４７
（０．１８２）

ｌｎ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 ０．２９６＊＊＊
（１０．３３３）

０．２９２＊＊＊
（８．３７８）

０．２８３＊＊＊
（７．９８７）

ｌｎｂｍｉ －
０．３９３
（０．２６６）

１．４８０
（０．７２１）

１．４１６
（０．６６７）

ｌｎｂｍｉ＿ｓｑｕａｒｅ －
－０．０４０８
（－０．１７４）

－０．２２２
（－０．６７７）

－０．２１４
（－０．６３２）

ｌｎｅｎｄ＿ｗａｇｅ － － ０．０３１６＊＊
（２．０８４）

０．０４３６＊＊
（２．２２３）

ｌｎｓｔａｒｔ＿ｗａｇｅ － － －
－０．００８１２
（－０．４７１）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Ｄｕｍｍｙ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Ｃｏｕｎｔｙ　Ｄｕｍｍｙ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２０７４　 ２０５３　 １４６６　 １４１８
Ｕｎｃｅｎｔｅｒｅｄ　Ｒ２ ０．９１９　 ０．９２９　 ０．９２６　 ０．９２６
Ｃｒａｇｇ－Ｄｏｎａｌｄ　Ｗａｌｄ　Ｆ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１７７．８３８　 ４５．８８７　 ２８．３０３　 ２６．４７３
Ｈａｎｓｅｎ　Ｊ　Ｐ－ｖａｌ　 ０．９５１　 ０．１７５　 ０．３８６　 ０．４３５

　　注：１．根据ｓｔａｔａ１４．０计算结果进行整理；２．括号内数值为稳健标准误（Ｒｏｂｕｓｔ　Ｓｔｄ．Ｅｒｒｏｒ）；３．＊＊＊ 表示１％水平显著，
＊＊ 表示５％水平显著，＊ 表示１０％水平显著。

表９　合作能力与劳动生产率的工具变量法（ＩＶ）估计结果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模型４

ｌｎ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２．４０６＊＊＊
（８．７１６）

３．２１９＊＊＊
（３．７７４）

３．３７９＊＊＊
（３．０４４）

３．４１３＊＊＊
（３．００８）

ｌｎａｇｅ － ０．４９４＊＊＊
（３．２３４）

０．４６８＊＊＊
（３．０５８）

０．４８３＊＊＊
（３．０６０）

ｆｅｍａｌｅ － －０．０２１０
（－０．２８９）

０．０００９１４
（０．０１１）

０．０１２２
（０．１３７）

ｍａｒｒｉａｇｅ － － － －

ｌｎ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 －０．１８４
（－０．８１３）

－０．３０５
（－１．０４３）

－０．３１３
（－１．０５７）

ｌｎｂｍｉ － －４．４４１
（－０．８１４）

－４．７０１
（－０．７０７）

－４．９６９
（－０．７３４）

ｌｎｂｍｉ＿ｓｑｕａｒｅ － ０．６９３
（０．８０３）

０．７５０
（０．７１０）

０．７８７
（０．７３２）

ｌｎｅｎｄ＿ｗａｇｅ － － ０．１１２＊＊
（２．４５０）

０．１４７＊＊
（２．１８９）

ｌｎｓｔａｒｔ＿ｗａｇｅ － － － －０．０２１６
（－０．４１５）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Ｄｕｍｍｙ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Ｃｏｕｎｔｙ　Ｄｕｍｍｙ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１，８９５　 １，８８３　 １，４３３　 １，４００
Ｕｎｃｅｎｔｅｒｅｄ　Ｒ２ ０．８９５　 ０．８２８　 ０．８１９　 ０．８１６
Ｃｒａｇｇ－Ｄｏｎａｌｄ　Ｗａｌｄ　Ｆ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３０．２６９　 ６．０２３　 ３．２３１　 ３．１５４
Ｈａｎｓｅｎ　Ｊ　Ｐ－ｖａｌ　 ０．０３１　 ０．６９９　 ０．９４４　 ０．９２３

　　注：１．根据ｓｔａｔａ１４．０计算结果进行整理；２．括号内数值为稳健标准误（Ｒｏｂｕｓｔ　Ｓｔｄ．Ｅｒｒｏｒ）；３．＊＊＊ 表示１％水平显著，
＊＊ 表示５％水平显著，＊ 表示１０％水平显著。

·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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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０　交流能力与劳动生产率的工具变量法（ＩＶ）估计结果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模型４

ｌｎ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１．７４６＊＊＊
（１０．８２７）

１．９６６＊＊＊
（５．４０９）

２．１４０＊＊＊
（４．１８５）

２．１６７＊＊＊
（４．１２８）

ｌｎａｇｅ － ０．３９２＊＊＊
（４．５４２）

０．５７３＊＊＊
（５．５６２）

０．６０５＊＊＊
（５．５６８）

ｆｅｍａｌｅ － －０．０４７９
（－１．０５５）

０．００７７２
（０．１２９）

０．０１５９
（０．２５７）

ｍａｒｒｉａｇｅ － － － －

ｌｎ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 －０．０２３０
（－０．１８３）

－０．１８６
（－１．０５８）

－０．１９６
（－１．０９８）

ｌｎｂｍｉ － －４．０５４
（－１．１３７）

－６．４５８
（－１．４４０）

－６．９６８
（－１．５２０）

ｌｎｂｍｉ＿ｓｑｕａｒｅ － ０．６５２
（１．１５４）

１．０３９
（１．４６０）

１．１２０
（１．５３９）

ｌｎｅｎｄ＿ｗａｇｅ － － ０．１８０＊＊＊
（７．４１０）

０．１７０＊＊＊
（４．２８７）

ｌｎｓｔａｒｔ＿ｗａｇｅ － － － ０．０１７８
（０．５３６）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Ｄｕｍｍｙ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Ｃｏｕｎｔｙ　Ｄｕｍｍｙ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１８９５　 １８８３　 １４３３　 １４００
Ｕｎｃｅｎｔｅｒｅｄ　Ｒ２ ０．９４１　 ０．９３２　 ０．９２７　 ０．９２５
Ｃｒａｇｇ－Ｄｏｎａｌｄ　Ｗａｌｄ　Ｆ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６６．２９３　 １８．５４５　 ８．３１６　 ８．１１５
Ｈａｎｓｅｎ　Ｊ　Ｐ－ｖａｌ　 ０．００１　 ０．１４５　 ０．１６０　 ０．１６８

　　注：１．根据ｓｔａｔａ１４．０计算结果进行整理；２．括号内数值为稳健标准误（Ｒｏｂｕｓｔ　Ｓｔｄ．Ｅｒｒｏｒ）；３．＊＊＊ 表示１％水平显著，
＊＊ 表示５％水平显著，＊ 表示１０％水平显著。

表１１、表１２给出了有限信息最大似然估计（ＬＩＭＬ）的估计结果，工具变量选择与计量模型设定与

表９、表１０相同。结果发现，在解释变量得到充分控制（模型３、模型４）的情况下，合作、交流能力等人

力资本对于劳动生产率 仍 然 在 至 少１％的 显 著 性 水 平 上 具 有 显 著 的 正 向 影 响。比 较 表９，表１０和 表

１１，表１２的估计结果，我们发现：无论基于二阶段最小二乘的工具变量（ＩＶ）估计还是有限信息最大似然

表１１　合作能力与劳动生产率的有限信息最大似然估计法（ＬＩＭＬ）估计结果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模型４

ｌｎ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２．５８０＊＊＊
（８．１１１）

３．３４０＊＊＊
（３．６３２）

３．４１０＊＊＊
（３．０１６）

３．４６０＊＊＊
（２．９６６）

ｌｎａｇｅ － ０．５０７＊＊＊
（３．１６１）

０．４６８＊＊＊
（３．０３５）

０．４８４＊＊＊
（３．０２７）

ｆｅｍａｌｅ －
－０．０１３５
（－０．１７５）

０．００２６３
（０．０３０）

０．０１４９
（０．１６４）

ｍａｒｒｉａｇｅ － － － －

ｌｎ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
－０．２１１
（－０．８７４）

－０．３１２
（－１．０５０）

－０．３２４
（－１．０６６）

ｌｎｂｍｉ －
－４．５９０
（－０．８１３）

－４．７２２
（－０．７０４）

－５．００２
（－０．７３０）

ｌｎｂｍｉ＿ｓｑｕａｒｅ －
０．７１５
（０．８０１）

０．７５４
（０．７０７）

０．７９２
（０．７２８）

ｌｎｅｎｄ＿ｗａｇｅ － － ０．１１１＊＊
（２．４０８）

０．１４６＊＊
（２．１４１）

ｌｎｓｔａｒｔ＿ｗａｇｅ － － －
－０．０２１５
（－０．４０８）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Ｄｕｍｍｙ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Ｃｏｕｎｔｙ　Ｄｕｍｍｙ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１，８９５　 １，８８３　 １，４３３　 １，４００
Ｗａｌｄ　ｃｈｉ２（２８） １４６．３５　 １４９．６３　 １５５．４４　 １５２．７２

　　注：１．根据ｓｔａｔａ１４．０计算结果进行整理；２．括号内数值为稳健标准误（Ｒｏｂｕｓｔ　Ｓｔｄ．Ｅｒｒｏｒ）；３．＊＊＊ 表示１％水平显著，
＊＊ 表示５％水平显著，＊ 表示１０％水平显著。

·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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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２　交流能力与劳动生产率的有限信息最大似然估计法（ＬＩＭＬ）估计结果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模型４

ｌｎ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１．８５１＊＊＊
（１０．２０５）

２．０８５＊＊＊
（５．１１８）

２．４１４＊＊＊
（３．７３６）

２．４４４＊＊＊
（３．６８２）

ｌｎａｇｅ － ０．４０６＊＊＊
（４．４３０）

０．５９３＊＊＊
（５．１３１）

０．６３０＊＊＊
（５．１１８）

ｆｅｍａｌｅ －
－０．０３７４
（－０．７５７）

０．０３２８
（０．４５６）

０．０４１７
（０．５５９）

ｍａｒｒｉａｇｅ － － － －

ｌｎ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
－０．０５７７
（－０．４１８）

－０．２７１
（－１．２４７）

－０．２８２
（－１．２７４）

ｌｎｂｍｉ －
－４．２７１
（－１．１４５）

－６．９７１
（－１．４００）

－７．５２７
（－１．４７４）

ｌｎｂｍｉ＿ｓｑｕａｒｅ －
０．６８５
（１．１５９）

１．１１９
（１．４１６）

１．２０８
（１．４９０）

ｌｎｅｎｄ＿ｗａｇｅ － － ０．１７９＊＊＊
（６．９１７）

０．１６４＊＊＊
（３．７３０）

ｌｎｓｔａｒｔ＿ｗａｇｅ － － －
０．０２３７
（０．６４６）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Ｄｕｍｍｙ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Ｃｏｕｎｔｙ　Ｄｕｍｍｙ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１８９５　 １８８３　 １４３３　 １４００
Ｗａｌｄ　ｃｈｉ２（２８） ２５６．７９　 ３４５．４３　 ２７５．８８　 ２７５．８１

　　注：１．根据ｓｔａｔａ１４．０计算结果进行整理；２．括号内数值为稳健标准误（Ｒｏｂｕｓｔ　Ｓｔｄ．Ｅｒｒｏｒ）；３．＊＊＊ 表示１％水平显著，
＊＊ 表示５％水平显著，＊ 表示１０％水平显著。

估计（ＬＩＭＬ），合作、交流能力等人力资本对于劳动生产率的实证关系在统计显著性、参数估计值的符

号方向上均基本一致。并且，结合工具变量（ＩＶ）和有限信息最大似然估计（ＬＩＭＬ）的回归结果，我们认

为农民工城镇化融合对于以劳动生产率为表征的工作绩效基本上具有正向的因果关系。

五、结论

本文基于２０１５年“中国企业－员工匹配调查”（ＣＥＥＳ）数据，通过对基于员工专用性人力资本角度

对农民工城镇化融合对于劳动生产率等工作绩效的影响机制的研究分析，发现制度环境感知可能对人

力资本存在正向的相关性，在此基础上运用ＯＬＳ回归估计、工具变量法（ＩＶ）估计以及有限信息最大似

然估计法（ＬＩＭＬ）估计，在工具变量满足外生性和拒绝“存在弱工具变量”的前提下实证分析发现：制度

环境感知与人力资本存在正向的因果效应。从员工专用性人力资本角度对农民工城镇化融合对于工作

绩效的影响机制加以研究，并进行了实证性的因果效应测度。实证结果显示，农民工的城镇化融合对专

用性人力资本有很重要的影响，专用性人力资本对农民工的工作绩效有着正向的关系，进而我们从机制

上验证了农民工城镇化融合对其工作绩效的关系。为此，本文的政策建议是：政府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

的关键是促进农民工的城镇化融合进程，提高农民工的居留意愿以及市民化水平。提高农民工的城镇

化融合能力，通过提供培训促进农民工合作交流等专用性人力资本的培养。
由于篇幅限制，本文并未对农民工城镇化融合以及农民工返乡意愿的影响因素等问题展开深入研

究。上述未尽之处，笔者将另文专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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